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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四国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积极代表，其能源强度

改善对减缓2000—2017年全球碳排放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同期所有发达国家

能源强度减排总贡献相当。在全球加速推进碳中和目标的新形势下，基础四国面

临着从碳达峰向碳中和跨越的减排挑战、低碳转型资金技术和能力缺乏的挑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渠道外新减排机制的挑战以及集团内部潜在分裂风

险的挑战。应对挑战，基础四国要进一步凝聚互信和共识，继续在《公约》和《巴黎

协定》框架下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深入务实开展低碳技术领域合作，在

探索自身跨越式碳中和转型路径的同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形势下的低碳转型

积累经验，进而为全球早日实现碳中和贡献发展中大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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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为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后文简称《公约》）主渠道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权益，探索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多赢路径，巴西（Brazil）、
南非（South Africa）、印度（India）、中国（China）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立场和利益诉求相近的、

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典型代表，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COP15）前夕组成了“基

础四国”（BASIC）（柴麒敏等，2015）。基础四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一贯坚持《公约》所

确立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共同谋划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

中的作用和权益，积极展现发展中大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已经成为协调国际气

*王海林，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84，电子信箱：wanghailin@tsinghua.edu.cn；刘滨，清

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84，电子信箱：lbinet@tsinghua.edu.cn；潘勋章（通讯作者），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2249，电子信箱：pxz@cup.edu.cn。

本文系清华大学-INDITEX可持续发展基金（TISD201909）、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

治理与国内应对关键问题研究”（2018YFC15090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碳中和目标下中国2035年国家自

主贡献（NDC）更新方案和政策研究”（721741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DOI:10.19511/j.cnki.jee.2021.04.008
王海林 刘 滨 潘勋章：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贡献、新挑战与对策

126



2021年第4期

候谈判的一股重要力量。刚刚结束的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COP26）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

协议》，为全面有效推进《巴黎协定》实施奠定了基础，强调了各缔约方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减

排努力。在全球加速早日实现碳中和的新形势下，基础四国要在未来 30～50年的时间里完

成发达国家50～80年的低碳转型进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基础四国致力于促进全球形成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应对气候变化氛围，在 2009年亮相

之初，就为促成《哥本哈根协议》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分别提出了各自2020年减排目标。由于

“自上而下”机制无法提供各缔约方都接受的碳排放空间分配方案（潘勋章、王海林，2018），全
球于2015年底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形成了“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NDC）和每五年

一次全球盘点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机制。基础四国也为达成《巴黎协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础

四国在COP21前夕召开的第二十一次部长级会议凝聚了促成《巴黎协定》的共识，并纷纷依据

各自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担当、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了2030年NDC目标。尽管突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础四国不仅均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了 2020年既定

减排目标（其中，中国2019年底就提前完成了2020年减排目标的上限）（Climate Action Track⁃
er，2021），还相继在近一年中提交或提出了更有力度的更新NDC目标。基础四国始终遵照

《公约》目标和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全经济范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义务，不能以

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为由剥夺发展中国家必需的碳排放空间，要给发展中国家减排灵活性

以及资金和技术的支持，进而促进其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开展适当

的减排行动（吴静等，2016）。基础四国的行动、努力和倡议对全面、均衡、持续地推进《公约》

及其《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政治进程与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将定量研究基础四国在本世纪全球碳减排中的历史贡献，系统分析基础四

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最后提出对策建议。

二、基础四国在本世纪全球碳减排中的贡献分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全球减排进程中的表现差异较大。发达国

家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日益受到关注，其碳排放总量整体呈现逐年下

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则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减缓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

多重困境，在经济社会发展高能源需求以及能源结构相对高碳化的特点下，碳排放仍呈增长

势头。特别进入21世纪，基础四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提升的同时，碳排放增长较为

显著。从2000年到2017年（见表1），全球能源消费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从232.4亿吨增长到

328.4亿吨，新增的96亿吨中基础四国占77亿吨，基础四国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比例从

2000年19.6%增长到2017年37.4%，人均碳排放当前也已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已有文献侧重

分析基础四国本世纪以来各自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Ahmad et al.，2016；Inglesi-Lotz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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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Zheng et al.，2020；Xia et al.，2021），但却普遍忽视了四国在所处发展阶段特征下对减缓

全球碳排放过快增长所做出的努力贡献。同时，研究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文献较少

且发表时间普遍较早（严双伍、高小升，2011；王田等，2014；丁金光、管勇鑫，2016），不能满足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的需要。

表1 基础四国2000年和2017年GDP、人口、能源消费以及能源消费相关二氧化碳排放

年份

2000

2017

区域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非附件 I国家

附件 I国家

全球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非附件 I国家

附件 I国家

全球

GDP/十亿美元
（2010年不变价）

4578
2574
1953
427

25021
36758
61779
20795
8437
2892
683

63355
50200
113555

人口/百万

1263
1053
175
46

4885
1232
6117
1386
1339
209
57

6195
1324
7519

能源消费/
百万吨标油

1130
441
188
109
4252
5773

10025
3063
882
290
132
8276
5696

13972

能源相关碳排放/
百万吨CO2

3100
885
293
281
8756

14484
23240
9258
2162
428
422

19275
13565
32840

注：数据来源为 IEA（2020）；非附件 I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和附件 I国家（发达国家）的定义见《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为了更客观地认识基础四国对全球碳减排贡献，本节基于Kaya公式（Kaya，1990）将二氧

化碳排放表示为人口、人均GDP、GDP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的碳强度四个驱动因素的乘积,
如式（1），并进一步运用LMDI（Log-Mean Divisia Index）（Ang et al.，2001；Xia et al.，2021）分解

来量化这四个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量的贡献,如式（2）和（3）。式中，C 表示二氧化碳排放，E

表示能源消费，G 表示GDP，P 表示人口（后文也称人口效应）；ICE 表示能源消费的碳强度

（后文也称碳强度效应），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结构低碳化程度；IEG 表示GDP的能源

强度（后文也称能源强度效应），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IGP 表示人均GDP（后

文也称收入效应），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DCw 分别表示各因素驱动的二氧

化碳排放增量。

C = C
E
´ E

G
´ G

P
´P = ICE ´ IEG ´ IGP ´P （1）

DC =Ct -C
t0 =DCICE

+DCIEG
+DCIGP

+DCp （2）

DCw = ( )Ct -C
t0 ´

ln( )wt wt0

ln( )Ct Ct0

（3）

王海林 刘 滨 潘勋章：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贡献、新挑战与对策

128



2021年第4期

全球2000—2017年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LMDI分解结果如图1。总体来看，全球人

口效应对该时期碳排放增量的贡献为 59.7%；收入效应是该时期碳排放增长的最大驱动因

素，贡献为116.3%；碳强度效应的贡献较小为4.0%；而能源强度效应是该时期唯一的驱动减

排因素，贡献为-80%。

附件 I
其它非附件 I

基础四国

7.9%
9.2%

1.9%
附件 I

其它非附件 I
基础四国

附件 I
其它非附件 I

基础四国

-13.1%

-43.5%

-38.4%

20.3%
-3.0%

99.0%

附件 I
其它非附件 I

基础四国

26.7%
22.5%

10.5%

碳强度效应：4.0%

能源强度效应：-80.0%

收入效应：116.3%

人口效应：59.7%

全
球20 0 0

—20 1 7

年
碳
排
放
增
量
的
贡
献
分
析

注：其它非附件 I国家即非附件 I国家扣除基础四国。

图1 基础四国整体对全球2000—2017年能源相关碳排放增量的贡献

在碳强度效应方面，基础四国能源结构整体上表现出高碳化特征。中国、印度和南非均

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煤炭消费大国。由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高，尽管近年来基础

四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但其能源消费碳强度仍然驱动了全球2000—2017年间9.2%的碳排

放增长。随着中国和印度对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力支持，在更新NDC中显著提升

了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基础四国能源结构优化将进一步加快，其碳强

度效应在未来有望发挥抑制全球碳排放增长的作用。基础四国整体表现出强劲的拉动势

头。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四国的收入效应对全球 2000—2017年间能源相关碳排放增

量的贡献高达99.0%，是贡献最大的单项因素，远高于附件 I国家同期整体20.3%的水平。但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由追求增速向追求质量转变，预计基础四国收入效应对全球能源相关

碳排放增长的拉动在未来将呈逐步回落的趋势。在人口效应方面，基础四国整体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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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7年间碳排放增量的贡献为10.5%。尽管基础四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更高，但由于人

均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显著更低（IEA，2019），其人口效应对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增长

的驱动低于附件 I国家（26.7%）。在能源强度效应方面，在全球-80.0%贡献中，基础四国整体

贡献为-38.4%，仅稍低于附件 I国家整体水平（-43.5%）。作为发展中大国，基础四国通过调

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能源等多项举措，实现了以更低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

更高的经济增速，为抑制该时期全球碳排放过快增长做出了来自发展中大国的贡献。

综上所述，与发达国家碳排放量绝对减少不同，基础四国发展经济对本世纪全球碳排放

增长的拉动较大，主要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和能源消费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要特别

突出的是，基础四国能源强度效应在抑制全球碳排放增长方面发挥了与所有附件 I国家能源

强度效应之和相当的重要作用。基础四国在该方面的碳减排贡献是《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的具体体现，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全面肯定和赞誉。

三、基础四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形势下面临新挑战

随着《巴黎协定》2℃甚至1.5℃长期减排目标的日益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国

际道义的制高点（潘家华，2020）。特别随着《公约》主导的政治进程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主导的科学进程不断推进，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不同方式自发地提出要争取在

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并相继更新各自NDC目标。截至2021年12月，全球已有72个国家

制定了明确的碳中和目标。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速低碳转型的新形势下，基础四国正面临

着新挑战。

（一）从碳达峰向碳中和跨越的减排挑战

根据 IPCC第六次评估第 I工作组报告，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2020年后全球剩余的碳排

放空间只有1150GtCO2，若实现1.5℃目标，碳排放空间将只有400GtCO2（IPCC，2021）。在全球

碳排放空间严重不足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舆论聚焦各国应如何大幅提高减排目标实现

1.5℃目标，忽视不同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全球增温中所应承担的历史减排责任（王海林

等，2020）。这种一味强调提高减排目标而忽视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做法，给当前碳排放量相对

较大的基础四国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基础四国中，南非和巴西提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印

度在COP26期间提出2070年实现碳中和。尽管从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所谓“后发优势”，但基

础四国需要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实现从碳达峰向碳中和

的跨越，减排挑战巨大。巴西和南非当前的能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4亿多吨水平，大致处于

碳峰值平台期，是基础四国中减排基础相对较好的两个国家。中国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按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105亿吨左右且

王海林 刘 滨 潘勋章：基础四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历史贡献、新挑战与对策

130



2021年第4期

2035年碳排放可能稳中有降来估算（项目综合报告编写组，2020），从碳达峰向碳中和跨越期

间，中国年均二氧化碳减排要达到3.5～4亿吨，减排力度将是世界前所未有。印度当前的能

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亿吨以上且发展阶段相对还要落后。按目前趋势推测，印度实现碳

达峰的时间或将在 2040年左右（Yang et al.，2021），实现碳中和可能面临更大挑战。相比起

来，欧盟和美国分别在1980年左右和本世纪初就已经实现了碳达峰（IEA，2019），从碳达峰到

2050年碳中和的时间跨度分别为70年和50年。按欧盟和美国当前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测算，

未来30年年均分别下降0.9亿吨和1.5亿吨即可在2050年碳中和，减排挑战远低于中国。

（二）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挑战

尽管全球气候治理制度规定了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

支助来弥补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但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履行 2020 年前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近年来，基础四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全面

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面临诸多任务。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1）发布的 2020年人类

发展指数排名中，巴西、中国、南非和印度分别排名 84位、85位、114位和 131位，处于 189个

国家的中部位置，意味着四国在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在

较大差距，仍需要时间和政策空间来实现气候公正转型，从而使居民获得经济增长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基本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1）。同时，基础四国都为地处受

气候变暖损失损害严重的地区（Kahn et al.，2021），需要更多资金投入来适应不断增多增强

的气候风险。

在全球碳中和转型变革大趋势下，各国越发重视先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将其视

为新竞争格局下的新发展机遇和核心竞争力（何建坤，2019）。例如，欧盟提出要在2035年前

完成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产业化研发；美国拜登政府也将氢能、储能以及先进核能视为重点

研发领域，旨在大幅降低氢能生产、电网级化学储能以及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建设成本，进而

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发展。与此同时，大国间博弈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化，加之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呈现出常态化趋势，先进低碳技术的国际转移与共享或将面临更多壁垒

（刘昌新、田园，2018）。目前，基础四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技术均落后于发达国家，现有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碳锁定效应较高，快速深度脱碳将面临更高沉没成本代价（Pan et al.，
2020）。发达国家在资金和先进低碳技术支持方面的不作为，将不利于低碳技术的全球推广

和普及，很可能会延误全球碳中和进程。

（三）《公约》主渠道外全球减排新机制的挑战

在《公约》主渠道之外，以欧盟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考虑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对

国外进口的含碳产品征收碳税。碳边境调节名为发达国家避免国内高碳产业向海外转移防

止碳泄露，实为保护其本国产品竞争力而向海外转移减排成本，转嫁减排责任（王海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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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四国先后大量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

海外转移，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主要出口价值链中低端、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品（Mukherjee，
2018；顾阿伦等，2020）。一旦欧盟和美国单边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将严重削弱基础四国等

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钢铁、水泥、造纸等行业，引发国际贸易新一轮不平等

竞争，让发展中国家被迫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李季、王宇，2016）。
同时，国际行业组织、全球知名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推进领域、行业和产业链的

深度脱碳。例如，国际民航组织（ICAO）正在积极谋划民航业碳中和路线图，期待全球民航运

行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民航是当前公认的缺乏低碳技术的减排难度大的部门（IPCC，
2018），ICAO这一做法更多地是依托行业组织影响力，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无论是技术还是市

场都在航空减排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越来越多的大型国际企业也将碳中和视为自身社会

责任和品牌形象，不仅明确提出自身净零排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还逐渐将低碳以及零碳的

要求向整个产业链传导，力促全产业链实现净零排放。例如，美国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提出

2030年实现供应链累计减排10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企业层面传导的减排要求将更加市场

化，影响时效性更强、范围更广，对基础四国这类发展中大国的企业的冲击也将更大。

（四）基础四国集团内部潜在分裂风险的挑战

尽管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有共同利益诉求，但随着国际形势和大国博弈立场的动态

变化，以及四国各自国情和发展阶段的逐渐转变，集团阵营内部分裂的风险也可能不断增

加。基础四国 2000—2017年各自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年度增量及其驱动因素的LMDI分
解结果如图 2。巴西和南非当前总体上已进入碳排放峰值震荡期，在各自提交的更新NDC
中，巴西正式承诺了2030年绝对减排目标，南非进一步压低了2030年排放区间，两国或将在

未来十年开启碳排放绝对下降新阶段。印度碳排放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收入效应是最主要

驱动因素，从发展水平来看落后于巴西、南非和中国。相比之下，中国正处于力争碳达峰的关

键时期，碳排放总量全球最大且显著高于其它三国，中国在碳减排方面的行动和举措日益成

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印度、巴西和南非可能会有意避免被牵扯其中。

地缘政治也可能会对基础四国的团结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随着美国拜登政府重返《巴

黎协定》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开始强势表现，以及中美两个大国间各领域摩擦日益加剧，各国

在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方面将更加谨慎。印度一直以来都对美国表现出依赖态度，美国

在国际社会中的霸权行为也会给巴西和南非带来不小的压力，或都将波及到四国在气候变化

领域的共同立场。在刚刚结束的COP26大会上，巴西政府改变了之前在《巴黎协定》第6条谈

判中所坚持的减排量“重复计算”的态度这才有利于该议题达成共识，印度在《格拉斯哥气候

协议》最终条款形成前要求将“逐步淘汰”煤炭的表述修改为“逐步减少”煤炭，基础四国在全

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下逐渐显现出差异化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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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发挥基础四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作用的对策建议

尽管全球紧迫的碳减排形势给基础四国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但在《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目标和原则，特别是“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下，基础四国在维护合理发

展权益、提高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力度、突破先进低碳技术壁垒、抵制碳边境调节机制、促进气

候公正转型等重大核心问题上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共同立场和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

部，2021）。基础四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代表，不仅应该继续在减排方面发挥大国表率作用，还

应该进一步凝聚共识应对挑战，继续全面、均衡地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200
1

200
2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0
1

200
2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0
1

200
2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200
1

200
2

200
3

200
4

200
5

200
6

200
7

200
8

200
9

201
0

201
1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
6

201
7

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碳排放变化 碳强度效应 能源强度效应 收入效应 人口效应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碳
排

放
增

量
/百

万
吨

碳
排

放
增

量
/百

万
吨

碳
排

放
增

量
/百

万
吨

碳
排

放
增

量
/百

万
吨

20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60
40
20

0
-20
-40
60
40
20

0
-20
-40

图2 基础四国年度能源相关碳排放增量及其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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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护发展中大国合理权益

虽然全球气候治理正在朝着加速实现碳中和的方向发展，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

阵营的冲突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主导减排进程、弱化减排责任的势头越发明显，片面强调

发展中国家排放增长而不正视其减排贡献，以“道义制高点”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的碳排

放空间限制其发展。对此，基础四国应更加积极增进互信并充分发挥集团阵营优势，主动向

国际社会阐述其能源强度效应对抑制本世纪以来全球碳排放过快增长的重要贡献，客观地阐

明其碳中和目标的意义、决心与努力，维护发展中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合理权益和公正

转型权利。基础四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敦促发达国家落实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资

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助义务，坚决抵制碳边境调节这类破坏公平和不利于全球气

候治理的单边举措，呼吁探索“倡导做-做好了给予激励”的方式来替代“必须做-做不到进行

惩罚”的做法，进一步促进形成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良好氛围。

（二）促进低碳技术领域的深入务实合作

在碳中和目标下，未来全球低碳技术的竞争形势将更加严峻，发达国家先进低碳技术向

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推广的可期性或将进一步降低。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彼此间的务实

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先进低碳和负碳技术的突破。基础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良好

的合作基础，特别是在各自提出了具体且紧迫的碳中和目标之后，更存在彼此间进一步加强

低碳技术领域合作的空间和市场。例如，中国、印度和南非都有积极发展非化石能源来大幅

削减煤炭消费的需求，四国都有研发碳捕获与封存、生物能源碳捕获与封存、储能、先进制氢、

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封存等前沿碳中和支撑技术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

动汽车、核能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巴西也在生物质能方面积累了良好的技术与经验。基

础四国低碳技术及相关领域的深入合作，不仅能大大加速各国能源结构低碳化进程，进一步

挖掘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减排潜力来更好地服务各自碳中和目标，还能有助于发现新的共同

关切点，巩固基础四国阵营的团结协作。

（三）探索转型经验

基础四国提出的更新NDC及碳中和目标进一步增强了全球加速减排的信心和雄心。但

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多重目标下探索符合各自发展阶段和特征

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样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与发达国家历史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

与困难有显著差异，从中能够参考和借鉴的经验有限。基础四国处于发展中国家阵营前列且

分属亚非拉区域，其未来转型中将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具有普遍性，

其转型经验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基础四国应加强转型经验的

交流、分享、学习与借鉴，形成经验、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稳固交流机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

索总结出务实可行的后发示范性转型经验，助力全球碳中和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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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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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countries are active representativ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The en-

ergy intensity effect of BASIC countrie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lowing down the growth of global CO2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7, which wa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of all de-

veloped countries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the new situation that the world is accelerating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

ty, BASIC countries face new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stringent CO2 reduction pace from carbon peak to carbon neu-

trality, the lack of supporting funds, technologies and capabilities, the new emissions reduction mechanisms beyond

those under the UNFCCC, and the risk of potential split within BASIC countries.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BASIC

countries could further build mutual trust and consensus. They could continue to protect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

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UNFCCC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reinforce pragmatic cooperation in low-car-

bon technology, and accumulate experience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for the vast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reby boosting the achievement of global carbon neutrality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words：BASIC Countrie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Contribution; Carbon Peak-

ing;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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